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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加速老龄化叠加劳动力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复杂情况，由迁

移人口引发的社会抚养负担变化的新特点备受关注。使用日本县域数据来估计人口年龄

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蕴含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创新构建劳动生产率加权的抚养比指

标，更准确地反映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推动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较高的 20—29 岁青

年、30—49 岁壮年人口成为决定迁移人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影响的主要变量; 对经

济发达地区来说，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低于仅考虑整体劳动人口的传统抚养

比，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越高，对人口抚养负担改善越显著。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一方

面因城施策、因人施策，打好人才政策“组合拳”，提高流入人口的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

发挥技术进步在人力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环境，缓解老龄化给经

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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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过去 20 年，世界主要国家经历全球化浪潮，人口流动与迁移更加便利。1982 年以来，中国流动人

口的规模从最初的 657 万人持续增长，2000 年突破 1 亿人［1］，2020 年达到 3. 76 亿人之巨［2］。中国逐步

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3］。人口要素大规模流动，对重构区域经济增长、文化交流具

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4 － 5］。随之相伴的是，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 064 万人，占 13. 5%，我国老龄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导致社会抚养负担持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大幅增加，带来一系列问题与挑战［6 － 7］。同时，中国正在



经历人口加速老龄化叠加劳动力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复杂情况，人口迁移与老龄化相互影响越来越多地

受到学界关注。例如，龚锋聚焦县域经济的特异性，研究人口流动如何作用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

响［8］; 朴英爱研究不同区域老龄化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9］。从劳动

力流动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看，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流入地的老龄化程度，但缓解程度取决于劳动力

流动水平和地区承载水平［10］。然而，由于老龄人口追求医疗、养老、宜居条件［11 － 12］以及老龄化造成迁

移意愿下降［13］，老龄化程度提高将部分抑制劳动力流动。

关于区域内社会抚养负担的研究，因迁移人口占比较低，且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学者主要聚焦

于区域内存量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社会抚养负担，较少涉及迁移人口给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带来的影

响［14］。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中老年化趋势愈发明显:

45—59 岁流动人口占比从 2000 年的 9. 6%提高至 2020 年的 20. 77% ; 老年流动人口占比在过去 10 年

间也迅速上升，从 2010 年的 4. 88%提升到 2020 年的 8. 9%。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由迁移流动人口引

发的社会抚养负担变化的新特点值得重点关注。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OECD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日本 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快速上升，截至 2020 年，该比例已经接近 30%。日本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与中国迥异，但是在人口迁移流动模式上，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文化独立

性很强，外来移民很少，人口流动绝大部分为国内流动。二是日本共有 1 都、2 府、1 道和 43 县，总计 47

个次级行政区划，与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次级行政区划具有一定可比性。三是日本内部各县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京、京都等沿海大城市，犹如中国西部和东

部，内陆和沿海的差异。此外，伴随日本老龄化进程，迁移人口中老龄化趋势日趋凸显。日本老龄化程

度最高，外来移民数量十分有限，劳动力迅速减少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同时，迁移重新塑造着

日本人口分布格局，厘清日本社会人口迁移背景下老龄化对社会抚养负担的影响，对中国积极做好新时

代老龄工作，应对未来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具有一定先行先试的借鉴启发意义。

日本学者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关注国内人口迁移现象，并积累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如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等［15］12，也试图寻找影响日本人口迁移的原因，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就业机会

和收入差异等［16 － 18］。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迁移人口对流入地抚养负担的考虑。此外，在分析人口老

龄化和人口迁移的中长期影响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相关讨论多集中于迁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总

量数据，缺少对不同迁移人口背后所蕴含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考量。

人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最终消费者，迁移导致的人口在区域间分布格局的改变，特别是在老龄化背景

下，将会影响各地区的公共财政支出、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水平。本研究重点聚焦日本县域迁移人

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的影响，突破传统的人口抚养比( Age Dependency Ｒatio，ADＲ) 指标，即儿童

( 0—14 岁) 和老年人口( 65 岁及以上) 总数与劳动人口( 15—64 岁) 之比，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创新

性地考虑由于人口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重新审视区域间劳动力的空间转移

给流入地造成的影响，构建更为准确的迁移人口抚养负担测度指标，揭示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

担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研判人口迁移流动格局的动态变化; 同时在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下，针对不同类

别的迁移流动人口做好顶层政策规划与制度设计，为有序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提供重要参考。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国内人口迁移情况概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人口迁移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70 年开始，伴随

着石油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相对于核心都市，周边地区经济有所改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

大都市区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 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三大都市区通过产业重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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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变人口净流出态势，但三大都市相互之间因产业吸引力不同呈现明显分化，特别是东京地区成为世

界服务、金融中心，重新开始吸引劳动力流入［17］，相比之下，大阪和名古屋仅维持较低的迁移人口净流

入水平( 如图 1) 。

图 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主要代表性城市人口迁移趋势

学者讨论日本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经济贡献以及社会抚养负担时，多数研究以迁移人口总量数据或

者迁移人口中劳动人口总量数据作为主要讨论依据［19 － 20］。使用总量数据分析虽然有助于在长时间范

围内把握人口变化趋势，但是在分析短期变化时，有可能受到迁移人口不同年龄段差异的影响，而产生

一定的误差。以 2021 年日本人口迁移数据为例，经济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的福冈县，人口净流入 1 763

人; 进一步分年龄结构分析，福冈县 20—29 岁年龄组人口净流出 1 236 人，50 岁以上中年人和老年人口

净流入 1 904 人。总体而言，福冈县虽然总人口净流入，但是呈现青年人大幅流出、中年人和老年人大

幅流入的特点。这提示我们，在实际分析中，如果仅从总量数据出发讨论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经济贡献和

社会抚养负担的影响，可能会得出有偏差的结论，有必要进一步挖掘隐含在迁移人口背后的年龄结构和

受教育程度差异。

三、劳动生产率视角下的日本迁移人口抚养负担测度

( 一) 理论分析与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负担指标构建

我们在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抚养负担时，一般认为较高的老年人口占比将导致医

疗保健和公共养老金支出上升，潜在劳动力减少，学界通常使用老年抚养比测量这一变化趋势［21］7。抚

养比假设劳动人口在不同年龄结构和性别特征下劳动生产率相同，然而，近些年劳动生产率趋势正在

发生显著变化，未来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可能显著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老年人因受教育程度提高，其

劳动生产率可能显著提升［22］31。因此，有必要在研判社会养老负担时加入对劳动生产率及其演变过程

的度量。

理论上，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增长将影响劳动力供

给，人口增长率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多; 同时，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具有差异，影响资本存

量。上述考量促使我们构建一个简化的生产最优化模型，拟合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

借鉴林达与马姆伯格( Lindh ＆ Malmberg) 所建立的模型［23 － 24］，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口

年龄结构变量，说明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迁移人口、区域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等相关因

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充分就业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假设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恒定，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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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外生的，总产量 Q 在 t 期可表示为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t = AKa
t L

b
t ( 1)

K 是资本，L是劳动力，A是技术发展，a + b = 1。我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流动对地区劳动力的

贡献，带入生产函数。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假设地区经济产出遵循经济利润最大化

原理，用 ω、r 分别表示工资和利率水平，并假设老年人口不从事生产，在最优资本和最优劳动力条件下，

得到总产量，

qt = A( a
1 － a ×

ωt

rt
) a ( E( 1 － age0－14 － age65+ －∑ ( 1 － pi ) agei +

E'
E p'M) 1－a ( 2)

其中 M 为净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E 为人均劳动生产率，E' 为净流入人口平均劳动生产率，

agei 为各个年龄组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的少儿人口因其不从事生产被剔除) ，pi 为各个年龄组劳动参

与率，p' 为净流入人口劳动参与率。

我们分别对老年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发展求导，得到

∂qt
∂age65+

＜ 0，
∂qt
∂M

＞ 0，
∂qt
∂E'

＞ 0，
∂qt
∂A

＞ 0 ( 3)

从上面求导结果可以看到，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动态变化过程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对经济

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社会抚养负担加重［25］; 人口净流入有助于推升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对流入

地的社会总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且与流入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形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也与部分学者研

究结论一致［26 － 27］; 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高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

规模下降，社会抚养负担可能进一步恶化。最新研究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劳动人口规模

下降可以通过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来弥补［28］。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分析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

负担的影响时，需要将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纳入考量。我们参考相

关研究［29］，构建更加准确衡量日本国内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加权后的抚养比 PWLFDＲc
t ( Productivity

Weighted Labor Force Dependency Ｒatio) 。

PWLFDＲc
t =

M_Dc
t / ( β1 × M_Lc

t + β2 × M_Hc
t )

Dc
t / ( β1 × L_Lc

t + β2 × L_Hc
t )

( 4)

t 为时间，c 表示行政区域，M_Dc
t 表示净迁移人口中被抚养人口数量，M_Lc

t 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人口数量，M_Hc
t 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数量，β1 和 β2 分别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人

口的劳动生产率系数，β1 × M_Lc
t + β2 × M_Hc

t 为迁移人口中劳动生产率加权后劳动人口。Dc
t 表示区域内

存量人口中被扶养人数，β1 × L_Lc
t + β2 × L_Hc

t 为该区域加权后劳动人口，区域内的存量人口劳动生产率

加权系数与迁移人口加权系数一致。

我们看到，PWLFDＲc
t 对劳动人口按照劳动生产率加权，是与传统抚养比指标最大的不同，并能够反

映迁移人口中被抚养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加权后劳动人口的关系。同时，我们在 PWLFDＲc
t 指标的分母

中，除以该区域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反映迁移人口对流入地抚养负担的边际影响。若该指标大于

1，表明人口迁移增加了流入地的社会抚养负担，数值越大，增加的负担也相对较大; 指标小于 1，表明人

口迁移可能缓解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我们将在下一段落进行重点估计不同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下劳

动生产率权重系数。

( 二) 计量模型与分析方法

1． 模型设计 上述指标体系中，关键是衡量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段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已有研究

显示，工资差异能近似反映不同受教育程度导致的生产率差异［30］; 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竞争时，工人工资

等于他们的边际劳动生产率［31］。参考上述研究，我们使用日本 1990—2010 年数据，对劳动者工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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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

In( wage) i，t = c + a × cyclei，t +∑b × EDUi，t × Agegroupi，t +∈ ( 5)

其中，t 为时间，i 代表日本47 个县域，wage i，t 为各县人均工资，Agegroupi，t 为日本各县劳动人口各年

龄段占比，EDUi，t × Agegroupi，t 为不同年龄段劳动人口占比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同时对各年龄

段劳动人口占比按照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进行细分，cyclei，t 为宏观经济周期。c 为回归常数项，a，b 为回

归系数，∈为残差。

2． 数据来源 在上述回归模型包含的变量中，日本 47 个县域工资和分年龄段劳动人口占比为年度

数据，主要来源于日本国家统计局①。分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占比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查，数据

每十年公布一次，考虑到受教育程度变化是一个长期趋势，很难出现年度间大幅波动，我们通过线性插

值得到年度数据。这一方法可能使模型精度受到小幅影响，但是方向性结论还是可信的。

3． 变量测量 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核心自变量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传统劳动人口

定义为 15—64 岁，并未在年龄上细分。由前述理论推导可知，总产出可以被看作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

函数。随着学界对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研究细分劳动者年龄

结构，考查其对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关于不同年龄组劳动产出效率的差异，林达与马姆

伯格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3］，他们以 1950—1990 年 OECD 国家的人口为样本，将劳动人口分为 15—29

岁、30—49 岁、50—64 岁以及 65 岁及以上组别，研究不同年龄段人口对 GDP 增长的影响。弗雷尔

( Feyrer) 的研究利用 106 个国家和地区( 不包括石油输出国) 数据［32］，同样对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进行细

分，发现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关系。参考上述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将劳动人口划

分为青年( 20—29 岁) 、壮年( 30—49 岁) 、中年( 50—59 岁) ，主要是与日本受教育程度数据统计口径保

持一致。对受教育程度变量，只区分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接受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关于宏观控制变

量，本研究选取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 Economic and Social Ｒesearch Institute Japan) 发布的商业周期指

数②，该指数构建涉及日本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销售和盈利调查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整体情况较好

的同步指标，这里增加其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是为了剔除宏观经济周期对工资的影响，准确估计受教育

程度和年龄对工资的影响。

( 三) 劳动生产率参数估计和实证结果

20—29 岁青年人口、30—49 岁壮年人口和 50—59 岁中年人口占劳动人口比重之和为 100%，我们

仅对青年人口占比、壮年人口分受教育程度占比分组进行回归③。为使结果更加准确，使用一般面板回

归、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三种方法，通过相关计量检验判断模型适用性，表 1 为回归估计结果。从固定

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看，商业周期对工资影响系数为负，与常识相悖。从布罗施 － 帕甘 ( Breusch-Pagan)

检验结果来看，相对于一般面板回归，随机效应更优。本研究后续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表

1 显示，壮年、青年劳动生产率系数为正，表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接近退休年龄的中年人群，且壮年人口

劳动生产率高于青年人口; 劳动生产率随着经验的累积逐步提高，但在逐步进入中年后，受到自身精力、

家庭负担的影响，劳动生产率出现断崖式下滑。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壮年人口劳动生产率最大。参考

相关研究［29］，我们给定中年人的劳动生产率权重为 1，那么相应的，青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壮年人以

及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壮年人劳动生产率权重分别为回归系数加 1，即 1. 22，2. 32 和 2. 05。

·701·王笑非等: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人口迁移与抚养负担探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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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面板估计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青年人口占比
0. 22

( 1. 08)
－ 0. 19

( － 1. 10)
0. 22＊＊＊
( 3. 95)

受过高等教育壮年人口占比
1. 32＊＊＊
( 4. 07)

1. 46
( 1. 06)

1. 32
( 1. 42)

未受过高等教育壮年人口占比
1. 05＊＊＊
( 5. 30)

0. 86
( 1. 02)

1. 05*

( 1. 82)

商业周期
0. 04

( 0. 83)
－ 0. 25

( － 0. 66)
0. 04

( 0. 70)

常数项
－ 63. 98＊＊＊
( － 4. 93)

－ 22. 29
( － 1. 06)

－ 63. 98＊＊＊
( － 4. 93)

N 540 540 540

Breusch － Pagan 检验 【0. 05】

Ｒ2 0. 06 0. 12 0. 06

注:① ( )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 t 值，【】为该检验对应 P 值，N 为样本量;② * P ＜ 0. 1，＊＊P ＜ 0. 05，＊＊＊P ＜ 0. 01;

③ 布罗施 － 帕甘( Breusch-Pagan) 检验的零假设是误差项独立同分布，若拒绝零假设说明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

估计。

我们对不同年龄段人口劳动生产率权重的回归结果，与已有关于不同人口年龄结构下劳动生产率

差异的研究结论一致［33］，即 30—49 岁壮年人口最高，20—29 岁青年次之，临近退休的 50—59 岁中年人

相对较低。在壮年人口内部，回归结果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劳动生产率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口①，这也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30］。根据模型回归结果，我们得到日本迁移人口对流入地带来的社会抚

养负担如下:

PWLFDＲc
t =

M_Dc
t / ( 1． 22 × M_Youngct + 2． 05 × M_L_Adultct + 2． 32 × M_H_Adultct + 1 × M_Oldc

t

Dc
t / ( 1． 22 × L_Youngct + 2． 05 × L_L_Adultct + 2． 32 × L_H_Adultct + 1 × L_Oldc

t

( 6)

其中对于迁移人口，M_Youngct 为青年人口，M_L_Adultct 和 M_H_Adultct 分别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受

过高等教育的壮年人口，M_Oldc
t 为中年人口; 对于区域存量人口，L_Youngct 为青年人口，L_L_Adultct 和

L_H_Adultct 分别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壮年人口，L_Oldc
t 为中年人口。

( 四) 劳动生产率视角下日本区域间人口迁移对流入地抚养负担影响分析

基于上述指标，我们重新考察各县域人口迁移流动给流入地带来的影响，以 2020 年数据为例，再次

计算各县域总迁移人口、劳动人口以及 PWLFDＲ 如表 2 所示。我们将日本 47 个县域分为三类: 第一类

是人口净流出区域，共计 38 县，多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例如北海道，劳动人口大量流出使得当

地抚养负担显著上升; 第二类是人口净流入区域，其中劳动人口占净流入人口比例较低，PWLFDＲ 大于

1，共 2 县。人口流入反而推升当地抚养负担，这一类别多为传统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医疗、教育等

配套社会资源也较为丰富，但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例如福冈县; 第三类是人口净流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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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其中劳动人口占净流入人口比例较高，PWLFDＲ 小于 1，共 7 县，多为经济发展好，医疗、教育等配

套资源丰富的行政区划，以东京及其附近县域为代表。我们在新的指标体系下，将日本 47 个县划分为

3 类区域，同时简要分析了影响劳动人口迁移流动的因素，与已有研究观测到的影响因素基本一致，即

劳动人口流动与地区产业聚集效应、产业结构、社会服务质量与数量等息息相关［34 － 35］。

表 2 2020 年日本县域迁移总人口、劳动人口和 PWLFDＲ①

迁移总人口 劳动人口 PWLFDＲ

北海道 － 1 316 － 2 122 － 0． 66

神奈川县 29 574 23 928 0． 31

大阪府 13 357 12 785 0． 06

福冈县 6 782 2 569 1． 26

滋贺县 28 － 897 － 2． 25

数据来源: 日本国家统计局，下同。

同时，我们选取人口持续流入，有代表性的 2 个县进行分析，包括经济最为发达的东京以及经济发

达程度欠佳、位于北九州的福冈县，计算两县 PWLFDＲ 指标，用以观察和衡量人口迁移给县域政府抚养

负担带来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2010 年以前分年龄段的县域间人口迁

移数据，我们仅计算 2010 年以来的 PWLFDＲ 指标及其变化趋势。

2010 年以来，受益于 60 岁以上被扶养人群持续净流出以及 20—49 岁劳动人口持续大量净流入，

东京 PWLFDＲ 一致维持在低于 0. 3 的水平，人口迁移明显缓解了东京社会抚养负担，并且随着东京 60

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净流出数量上升，其 PWLFDＲ 指标自 2010 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显示人口迁移对缓

解东京地区抚养负担的贡献持续提高。对福冈县而言，2010 年以来总人口持续净流入，但是主要集中

在 50—59 岁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年人口和 60 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其 PWLFDＲ 指标长期显著高于

1，并且在部分年份因 20—29 岁劳动人口净流出较多，其 PWLFDＲ 指标超过 10，表明在总人口持续净流

入的背景下，流入福冈县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年龄结构偏大的组别，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福冈县的社会抚养

负担。

更进一步，我们比较了东京传统抚养比和劳动生产率加权后的抚养比，受益于净流入口中 20—29

岁以及 39—49 岁年龄段人口占比较高，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低于传统抚养比，表明人口迁

移带来的社会抚养负担显著低于仅从人口数量维度计算的抚养比，这与日本学者关于东京劳动力与经

济发展的分析结论相一致［36］。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为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抚养负

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总体来看，在评估人口迁移带来的抚养负担时，劳动力人口净流入多少依然是重要决定因素，这亦

与学者关于欧洲劳动力人口占比影响社会抚养负担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37］。同时，相对较高的人口净

流入总数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劳动生产率人群净流入模式( 例如东京模式) ，能够相对缓解流入地社会

抚养负担。相比之下，对于总人口净流入、但高劳动生产率人群净流出的县( 例如福冈县) ，人口迁移反

而相对加重了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与传统上仅观测被抚养人口和劳动人口总量变动相比，PWLFDＲ

充分考虑了迁移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人

·901·王笑非等: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人口迁移与抚养负担探究

① 按照文中分类，此处仅选取部分有代表性县域，计算其迁移总人口、劳动人口和 PWLFDＲ。



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的影响，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PWLFDＲ 指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受限于数据，未将退休人员

的劳动参与状况纳入指标估计，受教育程度仅仅区分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等。这些数据的缺失，虽不影

响趋势性结论，但是对估计精度有所影响。另一方面，上述指标体系假设人口结构变化和受教育程度是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率的权重随时间推移恒定。这与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 Euro-

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CEPFOP) 报告得出的结论相吻合［38］。

四、主要结论与借鉴启示

国际上通常用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约为 28%，到 2060 年，将升至 38%左右①，其可能引发的经济风

险和财政负担引发社会广泛担忧。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鼓励生育、加强构建社

会养老保障体系等综合性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挑战与变化。但上述政策实施周期较

长，见效慢，在做好相关顶层设计和长期制度安排的同时，更应充分发挥中短期策略的补位作用，做好不

同政策之间的有效统筹与有机衔接。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 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证明了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科技进步与地区整体产出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基于人口年龄特征下劳动生产率差异，构建了衡

量社会抚养负担的指标 PWLFDＲ，更加准确地反映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的影响，得出与传统抚养比不同的

结论，具体包括:

第一，提高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以及提升地区科技水平，可以有效提升人口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计算日本不同年龄段人口劳动生产率权重发现，不同年龄段人口劳动生

产率差异显著。30—49 岁壮年人口劳动生产率最高，20—29 岁青年人口次之，临近退休的 50 ～ 59 岁中

年人相对较低。在壮年人口内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劳动生产率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这与已

有关于不同人口年龄结构下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研究结论一致［33］。

第二，不同人口学特征下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决定迁移人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影响的主要变量。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 20—29 岁青年、30—49 岁壮年人口流入比例越大，越能有效缓解流入地社会抚养负

担，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流入越多，缓解程度越高。以东京为代表的经济最发达

区域，拥有全方位、高质量社会服务; 区域内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吸引 20 ～ 49 岁劳动人口

大量流入，推升区域整体劳动生产率，人口迁移持续缓解流入地的社会抚养负担。而以福冈县为代表的

区域，虽然劳动人口整体净流入，但是迁移人口反而降低区域整体劳动生产率，人口迁移增加了这一类

区域的抚养负担。

第三，有别于传统抚养比这一指标，PWLFDＲ 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

担的影响。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低于仅考虑整体劳动人口的传统抚

养比。以东京为例，因 30—49 岁壮年人口流入比例较高，2010 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持续

下行。

第四，对于迁入地来说，提高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吸引 20—29 岁青年和 30—49 岁壮年人口以及

高素质人才流入、促使迁移人口更好地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劳动生产率加权后的抚养比增速放缓，可以

有效缓解老龄化社会中老年抚养比攀升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的人口迁移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活动，正在成为主导中国人

口态势的最主要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与配置意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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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中国 30—49 岁壮年人口劳动生产率最高，20—29 岁青年人口次之，中老年人口最低; 受教育

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39］，这与本研究中日本人口各年龄段和受教育程度得到的劳动生产率权重

方向一致。同时，中国省际间流动人口数量持续上升，2020 年已达 1. 25 亿人，前十大省际流动线路中，

人口流入地均集中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 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 。此外，迁移人口受教育

程度逐年上升，2020 年迁移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占比达到 22%，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5%①，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约 10. 3 年，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中国人力资源禀赋、省际迁移

人口特征与日本相似，探究日本县域间劳动生产率加权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的影响，对未来

中国社会在重度老龄社会下统筹促进人才顺畅流动、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吸引较高劳动生产率人口迁入，充分利用科

技进步助力劳动力供给侧改革，提高迁移人口以及人口流入地区整体劳动生产率，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加

权后的抚养比，进而有效缓解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负面效应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抚养负担。

第一，由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决定迁移人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

担影响的主要变量。劳动生产率越高，地区抚养负担越轻。因此，吸引高劳动生产率迁移人口流入，特

别是 20—29 岁青年人口和 30—49 岁壮年人口以及壮年人口中的高技能人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较高的流入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龄化导致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因城施策充分

发挥城市比较优势; 对于不同类型人才，因人施策，做好人才引进、培养和发展、人才激励和人才管理工

作［40］，打好人才政策“组合拳”。

对于 20—29 岁青年人来说，一方面，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转变传统观念，从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到完

善经济发展结构，发挥好“经济引人”的核心作用［41］。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引

导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完善市场培育、应用与准入政策，扩大新兴产业的市场需

求，增强企业转型发展能力。构建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为青年人才提供充足的就

业机会与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充分考虑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发展和置业需求，构建有梯度、多层

次、广覆盖的住房保障机制，拓宽青年人的发展平台，积极组织青年参与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等工作，提

高青年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对于 30—49 岁壮年人来说，在改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更应充分考虑壮年人子女抚养、老人

照护等家庭需求以及壮年人追求生活品质的个人需求。一方面重视城市生态建设，发挥好“环境引人”

的辅助作用。优化城市布局，完善交通网络，改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控制适度人口规模，合理规划、

布局城市功能区，以城市整体环境促进人才流入。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壮年人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家

庭需求，合理配置城市教育资源，参考城市实际和教育资源需求水平，增建基础教育设施，完善基础教育

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整体教育质量。同时，完善此类人才户籍变更、子女入学、父母就医等便利性政策，

切实提高人才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意愿和质量，提高人才黏性。其中，对于壮年人口中的高技能人

才，一是推动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全球人才引进通道，建立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主导的高科技人才

长效吸引机制，发挥“薪酬引人”对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推拉作用［42］; 二是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此类人才

文化认同感，使其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经济活动，同时建立高技能人才容错纠错机制，统筹辖区内各部

门，形成步调一致、协调推进、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局面，破除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中的体制性障碍; 三

是建立高技能人才多元选拔机制，打破学历、论文、课题等条框限制，畅通职称评审和晋升渠道，完善科

技奖励制度和人才选拔聘任机制，逐步完善围绕此类人才发展的配套服务体系，增强人才吸附能力，加

速释放高技能人才创新潜力与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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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迁移过程中的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本研究发

现提高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人口流入地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发

展。基于这一发现，未来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应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劳动力供给侧改革方面不可

忽视的作用，逐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发展，重塑劳动力格局，大幅提高劳动力供给质量。同时，通过

普及人工智能，提高资本回报率，减轻老龄化给技术创新、资本形成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幅提高劳动生产

率，缓解老龄化给社会养老负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需重点考虑人工智能应用在人力资本跨区域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首先，应大

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特别是增加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发投入，为人工智能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引导企业主动选择人工智能技术，扫

除企业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面临的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障碍; 最后，以前瞻性视角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带

来的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强化流入人口的人工智能教育和技能培训、完善就业保障体系等路径大

力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合格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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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ependency Burden:

A Labor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
WANG Xiao-fei1，LU Jie-hua2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complex situation of accelerated aging of population combined with large-

scal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burden caused by migration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is paper，we used the data of 47 prefectures from website of Japanese Statistics

Bureau to estimate the differenc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caused by differen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educa-

tion level． We constructed the“Productivity Weighted Labor Force Dependency Ｒatio ( PWLFDＲ) ”indicator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n dependency burden． Ｒesults show that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coupled with technology advancement can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Of all

the migrants，young population ( aging from 20 to 29) and adult population ( aging from 30 to 49) with high

labor productivity are the main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 dependency burden． For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

as，the weighted dependency ratio of the productivity of migrant popul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age dependency ratio． The higher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migrants，the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t causes

in terms of dependency burden． Fo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poli-

cies and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by implementing a“combination”of talent policies，thus improving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influx． In addition，policy maker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In light of recent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related AI development police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as a way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high-quali-

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d by aging．

Key words: migration; dependency burden; aging; productivity; aging socie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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